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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确认蒙回藏苗等少数民族“民族”地位的《中华民国宪法》得以颁布之后，依然有人坚持这一

观念。如前文提到的李寰一方面喜欢使用“中华国族”的整体概念，而同时仍愿意把汉、满、蒙、

回、藏等民族称之为“宗族”，即为之代表。1948 年，《中国边疆》月刊创刊号发表《中华国族

说》一文，也是这种观点。文章强调：“居住在中华国土的人民，本来只有一个民族，即中华民

族是也。国人历来对于民族的意义，向少注意，只以各人群居住地区之不同而谓有汉、满、蒙、

回、藏各族之称，又以汉族，即是中华民族，其实这都是未曾深察。汉族固是中华民族的主体，

而不能概括中华民族。满、蒙、回、藏，在血统等等一切的条件上，特非单独自成系统，实在都

是中华民族的一支。”
1
 

实际上，无论是“国族”还是“中华国族”概念，在抗战时期乃至 1949 年以前的中国，其

传播虽有逐渐增多之势，但毕竟都还不能说已在社会上真正广泛地流行开来。“中华国族”一词

使用尤少，特别是中共方面，几乎不用。从纯语言使用效果上来看，“国族”和“中华国族”对

于当时的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说，与“国家”及其主体“国民”之全体相比，似并无什么特别不同

之处，因此很难显示出超越于纯政治范畴的国家及其主体“国民”之上更深一步的民众凝聚力之

意义(尽管使用者往往也有超越“国民”政治概念的文化意图)。而凸显历史文化融合乃至涵容泛

血缘混杂意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会文化概念“民族”，则无疑更具有族类亲近感、历

史纵深感和文化粘合力，这就是为什么当时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具有自我身份认同意义的总

体符号，仍具有某种不可替代性、并为政治家、思想家和一般国人普遍乐于使用的原因。 

 

 

【论  文】 

论民国时期的公民概念及其公民教育2 

 

杨才林3 

 

摘要：从臣民到公民，反映了民国时期人们关于“公民”观念的进步。辛亥革命推出了“天下为

公”的理念“，臣民”的概念由此退出民国法律体系。如何培养公民？教育家开出了一剂良药—

—公民教育，这显然属于社会教育的高端走势。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虽然完成了从臣

民到公民宪法文本意义上的概念转换，但公民教育依然薄弱，公民观念并未能深入人心，也未能

铲除国民的奴隶根性，更未形成公民文化传统，公民教育任重道远。 

关键词：民国、公民、公民教育 

 

从清末预备立宪至1940年代，历经半个世纪，中国完成了从臣民到公民在宪法文本意义上的

概念转换，反映了民国时期人们关于“公民”观念的进步。如何培养公民？当时教育家开出了一

剂良药——公民教育。所谓公民教育，即教育国民成为依法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权责主体的过

程。然而民国时期众多教育资料缺乏公民教育方面的详细罗列，说明公民教育并未形成气候。笔

者认为，公民教育作为社会教育的内容之一，正是这些稀见的提法和少量的记载，显示了民国社

会教育的高端走势，就此问题目前学界少有专文发表，所以有钩沉的必要。 

                                                        
1 编者：《中华国族说》，《中国边疆》1948年创刊号，“文摘”栏。 
2 本文发表于《历史教学》2010 年第 10 期。 
3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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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臣民到公民 

 

民国之前，我国国民在政治属性上属于臣民的范畴。在君民关系中，民众通常自称或被称为

贱民、草民、小民，臣子通常自称为微臣、卑臣、罪臣。在官民关系中，民众自称是小人，官员

则是大人。民对官顺从，官员之间下级对上级顺从，臣对君顺从。驾驭臣民是君主专制的根本目

标，任何构成对君主专权显性或隐性的威胁都被绝对禁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天下乃君主一人之天下。在此境况中，以三纲五常为中心内容的长期教化使得臣民

人身依附、思想顺从，不自觉地充当了皇权的工具。 

清代根深蒂固的臣民情结集中表现为奴性，这是一股强大的惰性力量，制约着国家的发展。

正如梁启超所言，“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彼奴

隶者苟抗颜而干预主人家之事，主人必艴然而怒，非抦斥则谴责耳，故奴隶于主人之事，罕有关

内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之然也。吾国之人视国事若与己无与焉，虽经国耻、历国难，而漠然

不以动其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之然也”
[1]（p.234）

。此段论述精要地分析了清朝臣民的奴性，其

形成机理在于专制王朝视百姓为奴隶，时间一长，百姓自视为奴隶。及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

方民主国家已经以培养公民为要务，然而中国报馆有禁，出版有禁，立会演说又有禁。倡公理则

目为邪说，开民智则诬为惑人。如是情形之下，父子、兄弟、夫妇、师徒、朋友莫不互相期望安

分顺从。 

自视为奴隶的臣民与国民有何不同？1901年，《说国民》一文对此作了区分。何为国民？“天

使吾为民而吾能尽其为民者也”。何为奴隶？“天使吾为民而卒不成其为民者也”
[2] (p.310)

。区别

在于：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于压制，而国民喜好自

由；奴隶服从尊卑，而国民倡言平等；奴隶好依傍，而国民尚独立。依此衡量20世纪初的中国人，

不论上下，不论贵贱，“其不为奴隶者盖鲜”。“天演如是其剧，物竟如此其酷，而世界有国民

之国，将群起染指于亚洲大陆极东之地”。处此岌岌可危形势，作者发出警示：中国有国民则可

气凌欧美，驻足地球；中国无国民则将为他国奴役，万劫不复。由此看出作者倡导培养国民的急

切心情。《说国民》一文所谓“天使吾民”和梁启超所谓“势使之然”皆出同理，即朝廷养民的

取向。《说国民》中的“国民”是在参照西方自由、平等、权利等观念基础上，与“奴隶”特征

做了强烈对比，这与梁启超倡导的“新民”不谋而合。梁启超所谓“新民”也就是新时代的国民，

具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义务思想、政治能力、公德、私德，毅力等；崇尚自由、自治、自尊、

进取、冒险精神等。由此可以说，“新民”是东西方两大文明相互激荡、扬弃和合而培育出的具

有时代精神和民族之魂的国民，所以梁启超说，“新民为今日之中国第一急务”，其实现过程则

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3] (p.657)

。 

思想界的认识是超前的，但政府的作为往往滞后。1908年，清政府预备立宪中推出的《钦定

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共计23条，由“君上大权”和“臣民权利义务”两

部分构成，充分体现了“大权统于朝廷”的立法旨意。以附则形式规定所有的“民”均被称作“臣

民”，“臣民”有纳税、当兵、遵守法律的义务，在法律范围内，享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

结社、担任公职等权利和自由。《钦定宪法大纲》确认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方向，但由于君

权强大，议院立法权和监督权非常有限，“臣民”的自由和权利微不足道，并且缺乏有效保障。

1911年10月30日清政府颁布的《十九信条》虽不再使用“臣民”而采用“国民”的提法，但也仅

在第7条规定“上院议员由国民于法定特别资格中公选之”，除此之外，通篇不提国民的权利和

义务。由此说明，清末法律中的“国民”有名无实，其本质还是“臣民”。 

辛亥革命打破了“私天下”的历史循环，推出了“天下为公”的理念，“臣民”概念由此退

出民国法律体系，“国民”“人民”概念频频出现。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庄严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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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4] （p.目录）

，第二章规定了“人民”的权利和义务。1913

年的《天坛宪法草案》规定：“凡依法律所定属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人民。”1914年《中

华民国约法》第二条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第二章规定“人民”的各项权

利和义务。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第二章第二条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

四章第四条规定“凡依法律所定，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人民”。1931年《中华民国

训政时期约法》第二章规定了“人民”的权利义务。1936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第三条规定，

“具有中华民国之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第二章规定“人民”的权利义务。以上宪法里，“国

民”和“人民”两个概念同时出现，等同使用，依法律所定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者即为中华民国人

民。然而，民国时期的社会舆论多不满政局纷乱，由于国民义务多而权利少，所以“有民国而无

国民”的讥讽充斥各种刊物，折射出民国名不副实的现实。 

关于“公民”的概念，中国古代并没有，完全是舶来品。公民是指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根

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从其产生来看，公民作为一个法律概念，与民主

政治紧密相连。在历史上，最早的具有制度性的民主政治出现在古希腊的雅典和古罗马的城邦时

期。在古典时期民主政治雏形上出现了“公民”的概念，也叫“市民”。古罗马曾经颁布过《市

民法》，也就是公民法，用以调整罗马市民与国家以及市民之间的关系。欧洲中世纪，奴隶制民

主共和形式消失，公民的概念由此淡出。17、18 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中，资产阶级“天赋人权、

主权在民”等思想广泛传播，公民概念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建立民主制

度国家，各国宪法普遍使用公民的概念。 

在清末，较早使用公民概念的中国人当属康有为，1902年他发表《公民自治篇》，作为《官

制议》系列文章，分三期发表于《新民丛报》。梁启超为《公民自治篇》所作的按语中，对“公

民”做了解释：“公民者，自立者也，非立于人者也。”“至公民之负担国税，则权利义务之关

系，固当如是，非捐得此名以为荣也。”而康有为认为：“人人有议政之权，人人有忧国之责，

故命之曰公民。”“各国皆有公民，而吾国无公民，则吾国孤孑寡独而弱败。若吾国有公民，则

以吾四万万人选公民至多，以多公民与少公民者较，吾国必较列强而尤强。故今之变法，第一当

立公民矣。”
[5]（pp.172~174）

康有为、梁启超所谓“公民”已含有独立性、权利、义务等内涵，且认

为一国公民的多少决定该国的强弱，同前文《说国民》“中国有国民则可气凌欧美，驻足地球”

的论调异曲同工。1907年，孟昭常《论公民学堂》一文称，“公民者，皆农工商贾各执业以自养

者也。且年在二十五岁以上，则皆有家屋妻子之累”
[6] (p.600)

，则又说明公民有职业资格和年龄限

制。 

后来的民国法令中，公民概念始终与人民、国民概念含混不分，直至1939年南京国民政府公

布《县各级组织纲要》，始规定：“中华民国人民，无论男女，在县区域内居住六个月以上或有

住所达一年以上，满二十岁者，为县公民，有依法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有公民资格：（一）褫夺公权者，（二）亏欠公款者，（三）曾因藏私处罚

有案者，（四）禁治产者，（五）吸食鸦片或其代用品者。”
[7] (p.2)

此为公民一词正式见于法令

的开始。这里所谓公民，最重要的是能行使四种政治权利。公民资格除住所与年龄条件而外，尚

有五种限制，是由于民国实行“革命民权”之故。1946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第三条规定，

“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
[4] (p.目录)

，第二章规定了国民的权利义务。由此看出，

只需有国籍者即为国民，年龄不满二十，或因故不得享受革命民权者，虽无公民资格，但仍不失

为国民。 

至此，从清末预备立宪至南京国民政府崩溃，历经半个世纪，艰难地完成了从臣民到公民在

宪法文本意义上的概念转换。新民、国民、人民、公民四个概念在民国时期缺乏准确界定，在很

大程度上混一使用，名与实之间有差别。虽外延不同，但前三个概念已经植入了公民概念的内涵。

按照今天的理解，封建国家的臣民是指屈从或被动服从于权力的人，臣民的本质是“奴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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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对国家具有强烈的依附性，缺乏独立的人格和意志，相对国家权力而言只有义务没有实质上的

有效权利。所以，“臣民”属于民国抛弃的对象，而新民，或者国民，或者人民，或者公民则是

民国想要培育的对象。“国民”是一个法律概念，指拥有国籍的人。“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

它相对敌人而言。“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指具有一国国籍并依据该国宪法和法律享有权利和

义务的自然人。至于梁启超的“新民”实际就指新型国民或新型公民。民国时期，公民的概念使

用范围有限，倒是“新民”“民众”两词颇为引人注目。“新民”一词的流行，首先依赖梁启超

《新民说》雄文的传播，其次是晏阳初平民教育运动中“作新民”旗帜的高扬。“民众”一词在

民国后期频频使用，源于国民党对孙中山政治遗嘱“唤起民众”的执行和教育界对“民众教育”

的推动，其实这里的“民众”就是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国民或公民。 

实际上，民国时期的中国人号称四万万，但受教育而有真正公民能力的很少。“‘民国无民，

国民无国。’此伍廷芳博士对于吾国现状痛心之论”
[8]（p.1）

。民国有名无实，民国是一幅招牌，

几为民国时期民主人士论政的口头禅。所以，有人痛心地说：“中国只有四万万生物学上的人，

而没有社会学与政治学上的国民。所谓什么民族意识，国家观念，简直没有梦见过。历次关于民

族复兴运动主持的，固然是爱国忧民的先觉，无奈不知爱国忧民的分子太多了，结果终归无效，

真堪痛心！”
[9] (p.2)

虽语言偏激，但一针见血。所以只有把“臣民”变成“公民”才能为真正的

“民国”奠基！如何培养公民？当时教育家开出了一剂良药——公民教育。 

 

二、公民教育 

 

“所谓公民教育，简言之，即是将国民陶冶成为公民的一个过程”
[10](p.5)

。公民教育具有基

础教育、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的性质，公民教育是把国民教育成为依法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权

责主体的过程。作为国家的合法公民，既享有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又必须履行宪法和法

律规定的义务，既享有国家和社会提供的资源和服务，又必须以自己的智慧和行动参与社会生活，

服务社会、报效祖国。近代世界各国为了发展壮大，皆致力于公民教育。因为受过公民教育的公

民了解国家的一切行政组织，了解个人的权利义务，了解公民对于国家的关系，所以民族意识、

国家观念和责任感增强，从而生成国家的凝聚力。 

如何实施公民教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民国时期的研究者相菊潭认为，公民教育可分为

家庭公民教育、学校公民教育和社会公民教育
[11] (pp.3;10~14)

。 

学校教育领域里的公民教育始于清末。清末学部奏定的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

武、尚实”。“尚公”就含有公民教育的意义。此项宗旨虽属具文，但“尚公”已引起一般社会

人士观念的变易，播下了公民教育思想的种子。辛亥革命后，教育作为培养国民的主要手段，显

示出新气象。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颁布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

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6] (p.4)

其道德教育就含有公民教育的因素。1913年，上海群

益书社翻译出版《美国公民学》，这是中国最早引进的公民读本。学校开设《公民学》科目则始

自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大中学校都曾开设过公民教育课程。1922年学制

颁布后，课程纲要把小学的修身科改为公民科，初中也设公民科。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熊子容

主编的《公民教育》，这是中国人自编的最早的公民课教材。国民党当政时期，“党义”“三民

主义”等课程进入学校，想要取代公民教育，但在实际教育当中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1933

年颁行的小学公民训练目标包括四方面：一是体格训练，“养成整洁卫生的习惯，快乐活泼的精

神”；二是德性训练，“养成礼义廉耻的观念，亲爱精诚的德性”；三是经济训练，“养成节俭

劳动的习惯，生产合作的知能”；四是政治训练，“养成奉公守法的观念，爱国爱群的思想”
[7]

（p.75）
。由此说明民国时期中小学公民教育已有系统的纲要。学校公民教育一直持续到1948年，其

后从课程体系中逐步退出，取而代之的是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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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教育领域里的公民教育，首先要提到的是晏阳初的实践。晏阳初认为：“举国之人，勇

于私斗，怯于公战，轻视公义，而重视私情。”“试看历来的卖国奴，何一非知识超越、经济富

足的人呢？盖其人缺乏公德心，一举一动，只知有自己的祸福利害，不顾国家社会的祸福利害；

所有知识、经济，只足以供其为恶之资；所作之恶，常比无知识无能力者高出万倍。倘平民教育

处处都是养成这种自私自利的亡国奴，岂是国家之福？”
[12] (pp.101~102)

近代中国，国民的公共心、

团结力十分薄弱，素来被称为“一盘散沙”，这种情况不独晏阳初道出，此前梁启超和孙中山都

有过论述。晏阳初的公民教育一方面是要培养民众的公共心、团结力，使他们成为团体的忠实而

有效率的一分子；另一方面是要最低限度培养其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能够自觉自强。在定县实

验中，他们通讨有计划的“国族精神”研究，将历史上仁人志士的事迹制成40套《历史图》，出

版《国族精神论例浅释》一书，让民众学习，以“发扬国族精神”。同时出版公民教育基本教材，

通过指导公民活动，进一步在实践中增强民众的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这在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

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要提到的是教育部教育方案委员会1930年3月制定的社会公民教育十条目标
[13] (p.164)

。十

条目标包括：训导民众了解中华民族所处地位的危险，须亟谋合群团结，以恢复民族精神；训导

民众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美德及习惯；训导民众立扶弱济贫世界大同的志愿，以尽

中华民族的天职；训导民众了解国民革命及建国顺序、五权宪法的意义；增加民众的政治能力，

能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及复决权；灌输世界知识，使民众能将被帝国主义者压迫的情形宣示于世，

并力求民族平等；指导民众参与政治、教育子女、纳税当兵等国民应尽的义务；指导民众与政府

合作，进行调查户口、测量土地、办理警卫、筑路、开河、造林等事宜；培养民众养老、恤贫、

防灾、互助的美德，保护公共事业，增进大多数人幸福的习惯；培养现代生活所必需而为中华民

族所最缺乏的理想及习惯。十条目标宏大宽广，所以“国民党公民常识教材要点”
[14] (p.710)

将其简

化为六项：衣食住行的整饬、卫生节约等，身心陶冶，爱国家爱民族，拥护中国国民党及参加革

命，权利运用及地方自治，爱公益、重纪律、守时间。以此为据，社会教育工作者俞庆棠在教育

运动中，规定公民教育以培养民众组织为中心工作，基本施教区内十六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民众

须有过半数能参加团体生活，并能运用团体力量，解决生活上迫切需要的问题。因教育部1930

年3月所定社会公民教育的十条目标过多，俞庆棠实施的公民教育工作缩减为四方面：协助地方

自治、实施集团训练、提倡良好生活习惯、实施健康指导
[15] (p.211)

。另如广西的民团训练、山东菏

泽的自卫训练、河南的乡村保教合一训练、江西省的公民训练、江苏的公民训练等
[16] (pp.15~23)

，内

容五花八门，但不出教育部颁布的十条目标范畴。 

以上所述社会公民教育内容极为庞杂，旨在达到民权普遍，民族独立，及延续民族生命，扶

植社会生存的最终目标。 

综观民国，学校公民教育推行乏力，社会公民教育收效甚微。通俗演讲、识字教育、社会体

育、生计教育等社会教育内容旨在解决国民的基础需求，而公民教育旨在培养合格公民，从而生

成国家的凝聚力，为民主自治奠基，毋庸讳言，这显然属于社会教育的高端走势。在长达半个世

纪的时间里，中国虽然完成了从臣民到公民在宪法文本意义上的概念转换，但公民教育依然薄弱，

公民观念并未能深入人心，也未能铲除国民的奴隶根性，更未形成公民文化传统。至1940年代，

“背叛孙先生的不肖子孙，不是唤起民众，而是压迫民众，将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权利剥夺得干干净净；对于认真唤起民众、认真保护民众自由权利的

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则称之为‘奸党’‘奸军’‘奸区’”。因此，毛泽东为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愤懑地说，“我们希望这种颠倒是非的时代快些过去。如果要延长这种颠倒是

非的时间，中国人民将不能忍耐了”
[17] (p.1070)

。由此不难看出，公民教育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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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民国小学《国语》课程与少数民族学生国家意识的塑造[1] 

——云南彝族阿细教育的个案研究 
 

陈昱岿 
[2]
 

 

摘  要：民国时期，政府推行制度化教育以把边疆少数民族整合入国家之内，以达到培养其国族

意识的目的。对于边疆少数民族而言，国族建设首先必须学习和掌握国语。本文以档案文献及口

述史资料为基础，考察民国时期云南彝族阿细学生《国语》课程学习的历史过程，展现此过程中

阿细学生从阿细母语连带到国家的国语纽带生成变化及国家意识的塑造机制。《国语》课程是构

筑国家认同的共同性基础、建设统一国族的重要路径，应在少数族群学生国家意识、国民意识和

国族情怀培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国语》课程；彝族阿细学生；国族建设；国家意识；国族情怀 

 

                                                        
[1] 本文的修订稿刊载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 年第 3 期，第 44-48 页。 
[2]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育学博士，云南红河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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